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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印尼政策 
（1958~1967年）研究综述 

马  骏 

从 1958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印尼内战的干涉，到 1967 年约翰逊政府恢复对印尼的大规

模经济援助，美国对印尼政策构成了一个比较独立、完整的时间单位。单纯从研究角度看，

这一时期美国对两次涉及印尼的国际争端（西伊利安争端、马来西亚危机）和印尼一次政权

变更之政策立场的变化，作为对影响美印（尼）关系和美国对印尼政策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

事件，为比较、分析美国政策演变的动力和机制，特别是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以及美国与第

三世界激进民族主义政权及第三世界军人集团和军人政权的关系提供了便利的视角。 

一  

美国印尼研究的奠基者乔治·卡欣与安德雷·卡欣合著的《作为外交政策的颠覆活动》

是关于 1950 年代美国对印尼政策最重要的著作。作者认为，反共和反对中立主义，构成了艾

森豪威尔政府对苏加诺政权的颠覆政策的基本动机。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干涉政策背后，隐

藏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主要官员对新独立国家管理国家事务能力的怀疑，和对当地民族主义

政权借助中立主义在冷战中保持独立愿望的轻蔑心态。与此相关，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过高估

计了美国操纵第三世界国家国内政治构成和政治走向的能力。在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时，

艾森豪威尔政府过度依赖那些从表面上看能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秘密行动，尤其是那些带有

军事色彩的秘密行动去干预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作者认为，鉴于对美国在中国失败的经验

教训的总结，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相信，当一个国家面临共产主义“威胁”时，美国没有必要

坚持维护这个国家领土完整的政策，而是应该选择退守那些便于反共势力防御的地区，并等

待合适的时机卷土重来。这一认识决定了印尼外岛叛乱期间美国政策的基本形态。[1] 

作者认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美国在印尼的大规模卷入，是美国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

关系时，反共、‘失去中国’的经验教训和反对中立主义相结合的政策模式的结果。” [2] 促使艾

森豪威尔政府下决心通过秘密的干涉行动介入印尼内部事务的直接刺激因素，是印尼共在

1957 年地方选举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以及由此在美国决策层中引发的对爪哇乃至整个印尼落

入共产党控制之下的惊恐心理。[3] 作者未曾区分究竟是苏加诺政权中立主义的对外政策，还

是印尼国内局势的演变，构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干涉政策的根本刺激因素。而辨析清楚这个

问题，对于理解艾森豪威尔政府何以在 1957-1958 年先是走上颠覆苏加诺政权的道路，后又

于 1958 年迅速转向与同样坚持中立主义道路的苏加诺和解的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立主义的政策问题上，作者基本上沿袭了混淆政治偏好与实际政策的传

统观点。在作者的结论与作者利用档案材料进行的具体阐述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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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禾先生强调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印尼政策中遏制中立主义的一面。他认为，美国对

外岛叛乱和此后印尼内战的干涉，是出于反对和阻止苏加诺政权的中立主义倾向的动机。[4]

蔡佳禾先生这个观点，与他在《双重的遏制》中从地缘政治角度理解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亚洲

中立主义的政策，将艾森豪威尔政府东亚政策归结为遏制中国与遏制中立主义这两条互补的

主线是吻合的。[5] 蔡佳禾先生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印尼中立主义的敌视，与艾森豪威尔政府

对印尼民族主义的态度联结在一起，这个概括是极有见地的。 
加德纳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印尼政策与此前的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实质区别，只是强

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立主义的态度更加强硬。1957-1958 年美国对印

尼的干涉只是美印（尼）关系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加德纳或多或少忽视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印

尼政策中那些带有原型性的方面：如同时发展与印尼政府以及印尼社会中反印尼共势力的关

系，并利用后者来影响和制约前者，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取而代之的策略。他也未曾

注意到美国促成的外岛叛乱造成的印尼国内政治极化这一后果的深远影响，有意无意淡化了

美国对印尼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在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领导人内心深处留下的伤痕，以及

这一历史记忆对印（尼）美关系的影响。[6] 鲁书泉（音译）在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印尼政策

的研究中指出，新独立国家的中立主义倾向，使得美国的冷战需要与美国对亚洲民族主义的

同情之间形成了紧张关系。他秉承导师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风格，以美国、印尼

与荷兰，美国、印尼与苏联这两对相互关联的三角关系作为观察视角，辨析了美国对印尼政

策的目标、手段，美印（尼）相互关系的性质以及印尼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他提出，美国

决策者对印尼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的界定，中立主义的印尼领导人拒绝与美国结盟

的现实，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在冷战的背景下，摸索处理与印尼关系的有效途径，并

为实现美国在印尼的目标而寻找合适和稳定的代理人。[7] 

马骏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第二个任期内确立了同时与苏加诺以及印尼陆军发展关系

的“双轨”政策，该政策奠定了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对苏加诺政权政策的基础。双轨政策是在

意识到美国对印尼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有限，美印（尼）关系具有较强不确定性和较多制约

性因素的背景下制订的，带有浓厚的过渡色彩。双轨政策的确立，标志着美国开始调整与印

尼民族主义的关系。美国对印尼政策的重点由促使印尼走上与西方联合，共同反共的道路，

转向了利用印尼民族主义，抑制印尼共，阻止印尼与东方阵营的联合。[8] 

二  

关于 1960 年代美国对印尼政策，刘国柱先生的研究强调了肯尼迪“新边疆”外交与对印尼

政策的联系，可惜对现有档案材料的发掘利用不够深入，也未能充分展示美国政策环境和决

策机制的复杂性。[9] 马加从肯尼迪政府试图使印尼成为构建中的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支柱国家

的角度，分析了当时美国对印尼的政策。[10] 卡欣探讨了美国政策对印尼国内政治构成变迁的

影响。[11] 加德纳介绍了美国决策的官僚政治背景，但对决策意图论述较少。[12] 琼斯[13] 与
苏布里斯基[14] 的研究探究了美国决策的国际政治环境，尤其是美国的亚洲战略与同盟外交对

美国政策的影响，揭示了美国决策目标的复杂性和多重制约因素。邦内尔介绍了 1961 年贝尔

格莱德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期间，美国对苏加诺使不结盟运动激进化努力的反应，强调了行

政当局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印尼政策中的主导地位。[15] 他还通过对当时刚刚解密的美国中央情

报局负责规划的副局长 1961 年关于印尼的秘密备忘录的剖析，分析了肯尼迪政府制定对印尼

政策的官僚政治背景及过程。[16] 琼斯分析了越南战争与英国政策在约翰逊政府对印尼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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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中所起的作用。[17] 埃文思介绍了美国陆军是如何通过有意识地发展与印尼陆军关系，来

影响印尼陆军政治倾向。[18] 
马骏认为，肯尼迪政府在促成西伊利安争端和平解决之后，试图抓住美印（尼）关系的

转机，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印尼与西方联系的纽带，把印尼注意力由国际事务转向解决国内问

题，以促进改造印尼民族主义、影响印尼政治构成和国内外政策的长远目标。这一时期，美

国改造印尼民族主义的政策，英国维持在东南亚的势力与影响的目标，以及苏加诺在地区内

部消除一切殖民主义残余的努力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难以调和的矛盾。印尼苏加诺政权对

于来自美国的压力也不会轻易就范。肯尼迪政府的对印尼政策难免以失望告终。[19] 

瓦尔达亚强调了美国对印尼政策的历史延续性。他认为，冷战意识，尤其是对“共产主义

扩张”的恐惧，担心印尼“像中国一样”为共产党所控制，是决定美国对印尼政策的基本动机。

肯尼迪政府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印尼政策问题上的差别，只是表现在对中立主义的不同态

度而已。美国对印尼政策的制定，还受到美国对外政策官僚机构变迁的影响。不同的决策者

有不同的强调重点，因此，制定出来的政策多少有些暧昧和自相矛盾之处，而不可能是线性

延续的。尽管冷战意识形态为美国决策者制订对印尼政策提供了指导性原则，然而并不因此

就意味着美国决策者对印尼的现实和美国政策有比较清晰的看法。[20] 
辛普森试图利用现代化理论来分析肯尼迪政府与约翰逊政府的对印尼政策。他认为，现

代化理论为美国决策当局制定对印尼政策提供了认知框架、行动指南与合法性依据。历届美

国政府致力于构建美国霸权庇护下的，从日本、印尼、印度到巴基斯坦的弧形区域集团。通

过促进上述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政治和安全一体化，与中国相抗衡。1960 年代两届民主党

政府的对印尼政策正体现了美国在东亚的这一长期战略。美国帮助印尼实现经济和政治现代

化的动机是与华盛顿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届民主党政府都错误判断了印

尼社会的权势分布，过高估计了印尼共的实力，都无所顾忌地寄希望于印尼威权主义和印尼

陆军，把它们作为实现印尼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主要依靠力量。[21] 
然而，以现代化理论来理解 60 年代美国对印尼政策，它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割裂了两届

民主党政府与此前的共和党政府在对印尼政策上的内在延续性。事实上，自艾森豪威尔政府

对印尼外岛叛乱的干涉失败后，美国政府就开始从印尼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角度看待美国

在印尼遭遇的挑战。一直到 1967 年年初，美国对印尼政策都表现出较强的过渡色彩。只是在

印尼的苏加诺时代终结，陆军当局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转向“秩序”与“发展”之后，推动

印尼的“现代化”才成为美国政策现实的目标。 
邦内尔在 1969 年完成的未刊博士论文“1962 年至 1963 年间在印尼的肯尼迪创意”因没有

条件利用美国政府尚未解密的决策文件，而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分析美国决策的国内政治背

景。通过对苏加诺、美国国会与公众舆论、肯尼迪政府三者互动关系的研究展示了肯尼迪政

府对印尼政策的决策过程。关注美国对外政策官僚机构内部力量分化组合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是邦内尔研究的另一特点。邦内尔把 1962 年 8 月至 1963 年 11 月美国对印尼政策划分为“最
高目标”和“最低目标”两部分。前者是笼络苏加诺，把苏加诺的注意力由对外事务转向解决印

尼国内问题，后者是维持美国在印尼的存在与影响。这一时期美国对印尼政策的主要政策工

具是对印尼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对肯尼迪政府的政策缺乏理解和支持，

严重制约了行政当局对印尼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尽管意识到美国对印尼政策手段的有限性，

肯尼迪政府还是过高估计了美国影响印尼事务的能力。这是肯尼迪政府在印尼遭受挫败的根

本原因。它也反映了美国决策当局对决定印尼事态演变的基本力量与动力缺乏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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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期研究印尼的地区问题专家，邦内尔对美国决策的印尼背景也有相当详细的描述。[22] 
安德斯塔发展了邦内尔的观点，把美国政策区分为通过对印尼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影响

苏加诺政权政治倾向，并以经济手段将印尼与西方世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 “进攻性部分”，
以及扶持陆军和其他反共势力，构建在印尼社会内部遏制印尼共的政治堡垒，并保障印尼反

共的政治势力能在未来保持其优势地位的“防御性部分”。 从肯尼迪政府到约翰逊政府的政策

演变，主要体现在随着印尼走上与马来西亚对抗的道路，美国逐步放弃了把印尼引上亲西方

的中立轨道的目标，而转向维持美国在印尼的存在，避免美印（尼）关系公开破裂对美国利

益的打击。进入 1965 年后，随着政策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约翰逊政府最终选择了退出印尼，

从而宣告了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对印尼新政策的终结。两届民主党政府在对印尼政策上的区别

仅仅在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与邦内尔相似，在辨析美国对印尼政策的官僚政治背景时，安

德斯塔区分了对苏加诺政权采取强硬路线与和解策略两种主张，以及这两派势力在美国对外

政策决策机构中影响力的消长对美国政策的影响。[23] 

三  

关于 9·30 事件前后美国对印尼政策，邦内尔认为，在苏加诺执政晚期，约翰逊政府对

苏加诺是极端敌视的，在筹划对印尼政策时也甚少道义上的顾忌。尽管在美国政府内部探讨

了以秘密手段推翻苏加诺政权的可能，然而考虑到美国影响印尼事态演变的能力有限，美国

不得不采取了“低姿态”策略。9·30 事件发生前夕，美国己基本上退出了印尼。没有确凿的

证据可以证明美国与 9·30 事件有牵连。[24] 布兰兹肯定了邦内尔的观点。他认为，9·30 事

件主要是印尼内部事态长期演变的结果。苏加诺被推翻与美国没有多少关系。在处理与苏加

诺政权关系问题上，约翰逊政府表现出罕见的克制。9·30 事件爆发前夕，美国决策当局采

取了让印尼人自己拯救自己的政策姿态，已经放弃了影响印尼事态的努力。[25] 就美国政府在

印尼 9·30 事件中的责任问题，辛普森认为对于美国政府而言，这是一起突发事件。[26] 斯科

特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从 1950 年代起，美国政府就精心培植印尼陆军这支政治势力，

通过对印尼军事援助、对印尼陆军军官的培养计划，以及 1962 年后开始实施的民事行动计划，

在印尼陆军中建立起了雄厚的政治资本。随着美印（尼）关系的恶化，约翰逊政府采取了旨

在激化印尼国内矛盾，瓦解苏加诺政治统治基础的一系列经济手段和宣传战、心理战措施。

斯科特认为美国有推翻苏加诺政权的强烈动机，同时也制定和实施了摧毁苏加诺政权的计划。

他因此暗示，美国应对苏加诺政权的垮台负责。[27] 
马骏认为，1965 年前后，美国约翰逊政府通过培植与以印尼陆军为首的印尼军人集团以

及后来的军人政权的特殊关系，力图影响乃至操纵印尼的国内政治构成和对外政策走向，从

而深刻地介入了印尼的内部事务。然而，无论是保障国家的安全与发展，还是维护军人政权

生存，印尼陆军当局都具备了比较广阔的运作空间，它对美国的依赖是有限的。陆军在意识

形态上与美国也存在较大分歧。无论是在 9·30 事件之前还是之后，美国与印尼陆军之间的

关系远非融洽，彼此之间存在诸多矛盾，都力图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对对方的政策行为施加

影响，取得在相互关系中的主动地位。民族主义的印尼陆军无论在事变前还是事变后，都并

非是美国在印尼利益俯首帖耳的代理人。[28] 

四  

西方学者对 1950-1960 年代美国对印尼政策的研究，存在某些共通的特点。以安德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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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尽管他的论文完成时，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的印尼卷尚未编辑出

版，但他通过总统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等资料来源，利用了大量美国政府的解密档案，

对美国政策的脉络，交代得相当清晰。然而论文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当年

美国决策者的视角看问题，对美国决策文件缺乏批判性分析；在解读、介绍当时政治环境时

照搬美国决策者的观点；把美国对印尼政策的变迁，主要看作是对印尼行为的反应；有意无

意把美印（尼）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推给了苏加诺。与此相关，安德斯塔的研究忽略美国政

策对印尼行为的影响，忽略历史问题在形成苏加诺对美国认知中所起的作用，忽略这一时期

美国政策中根深蒂固的对苏加诺的敌意和防范对苏加诺行为的影响。在对苏加诺的认识上，

安德斯塔没有超越当年美国决策者的理解，没有摆脱他们的偏见和成见，因此就难以客观全

面地揭示美印（尼）关系演变的动力和机制的全貌。他也没有意识到，美国对印尼政策，除

了有“在”印尼的一面，还有“对”印尼的一面。安德斯塔过于强调了 9·30 事件前夕，美国“在”
印尼政策自我约束和表面上消极的一面，而忽视其“对”印尼政策强硬、积极的一面，忽视美

国作为普通国家和作为西方盟主的双重身份，以及美国对这种身份赋予其独特的政策资源有

意识的利用。而以斯科特为代表的另外一些学者则把苏加诺政权垮台直接归咎于美国，无意

中夸大了美国操纵印尼内部事务的能力，或多或少贬低了印尼自身事态演变的历史意义，从

而陷入了变相的美国中心论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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